
２０世纪历史地理研究对“中华
民族”概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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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更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自２０世纪 “中华民族”概念诞生以来，我

国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全面认识此概念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对此进行了梳理和讨论，认为２０
世纪我国学者从历史地 理 角 度 对 完 善“中 华 民 族”概 念 的 贡 献，突 出 表 现 于 三 个 方 面：第 一，避 免

“中国本部”陷阱，从地理上完整理解“中 华 民 族”；第 二，打 破 长 城 区 隔，赋 予 中 华 民 族 完 整 的 地 理

空间；第三，《中国历史地图集》廓清“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衔接，为认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

展提供了完整地理依据。文章结合时代背景，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指出２０世纪前辈学

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完善“中华民族”概念的贡献，充分说明民族与地理密不可分，只有将历史、民

族、地理三者有机结合，才能充分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及其地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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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石硕，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地址：成都市，邮编６１００４４。

人类活动离不开两个 要 素，一 是 时 间，二 是 空 间。说 直 白 些，前 者 指“历 史”，后 者 指“地

理”。１９３６年顾颉刚、谭其骧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说：“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

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

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①这是对历史与地理关系的生动诠释。黑格尔也

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②所以，对历史的认识离不开

地理环境。对“民族”的认识，也同样离不开地理环境。原因是，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什么样

的生计方式，什么样的生计方式决定什么样的经济文化类型，什么样的经济文化类型决定什么

样的社会形态、价值及思想观念。此种情形在前工业社会尤为突出。“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

的，更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历史地理是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概念不可或缺的重要角度。

２０世纪自“中华民族”概念诞生以来，我国 学 者 从 历 史 地 理 角 度 对 完 善 此 概 念 做 出 了 重 要 贡

献。为此，本文拟从历史地理角度，对２０世纪我国学者对完善此概念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作一

初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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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中华民族概念及历史脉络研究”（项目编号：２１ＶＭＺ０１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顾颉刚、谭其骧：《发刊词》，《禹贡》半月刊１９３４年第１卷第１期。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２页。



一、避免“中国本部”陷阱，从地理上完整理解“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概念产生于２０世纪，此概念主要以现代中国为基础。那么，何谓“中国”？在

一百多年前，这一问题尚有一定模糊性。２０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地理上影响“中华民族”认

知的一个重要障碍，是“中国本部”概念。① １９０５年梁启超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正式

提出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因该文是以“分宅中国本部诸族”历史源流来论叙“中华民族”的
构成，得出的结论是：“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②但梁启超很快意识到如此阐

释“中华民族”，背离了他以“民族”来整合中国社会，“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

一大民族”的初衷。③ 故在１９２２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经过深思熟虑和进一

步研究，梁启超修正了他对“中华民族”的定义：“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

与确立。……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

员也。”④以“中国人”作为“中华民族”民族意识及认同之基础，摆脱先前受“中国本部”影响对

“中华民族”的狭隘认识，是一个重大进步。
可见，“中华民族”概念产生之初，明显受到“中国本部”一词的影响和干扰。那么，“中国本

部”概念由何而来？据学者研究，该词是从西文“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ｐｅｒ”翻译而来，原是西方学者为了

解中国历史、地理与政治传统而创造的词汇。⑤ 据学者由中西文献所清理“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ｐｅｒ”一词

的翻译史，此词是从欧洲到俄国，再到日本，后经由梁启超所办《时务报》《清议报》、维新派的

《知新报》所刊翻译文章而进入中国。⑥ 据黄克武考证，该词首次进入中文世界是１８９６年《时

务报》上的《中国边事论》：“盖新疆地方，距中国本部离隔颇远，悬军万里，其不利可知，……蒙

古一带之地，荒野苍茫，介于我西伯利亚与中国本部之间，土地不毛，人烟稀薄，苟从军政上起

见，此处颇为要地矣。”⑦这是一篇译自日文的翻译文章，原文为《东邦协会会报》第２７、２８两期

（１８９６）所刊《俄国对于清朝边备的攻守论》，译者是古城贞吉。日文“中国本部”一词原文为“支
那本部”，译文改为“中国本部”，故黄克武认为“该文的译者古城贞吉的将日文中‘支那’改为

‘中国’而有‘中国本部’一词的出现”。⑧ 事实上，从诸多迹象看，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把“支那

本部”改为“中国本部”是《时务报》编辑所为。有两个线索可做旁证：１．该译文的日文原文是

《俄国对于清朝边备的攻守论》（《淸國邊備に對する露國の攻守論》），《时务报》发表时将其变

为《中国边事论》，并未使用日文原文的题目。这说明《时务报》刊发此文时对文章进行过编辑

处理。２．同为维新派报刊的《知新报》《清议报》均直接沿用“支那本部”一词。⑨ 故将“支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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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黄克武：《词汇、战争与东亚的国族边界：“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变迁》，《复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该文将历史上“分宅中国本部诸族”划分为八个民族，即“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 越 族”“闽 族”“百 粤

族”“百濮族”，在梳理这八个民族的变迁与历史源流后，梁启超指出：“前所论列之八族，皆组成中国民族之 最 重 要 分 子 也。”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５页。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６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２页。

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１５５０年代至１７９５年》，《学术月刊》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黄克武：《词汇、战争与东亚的国族边界：“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变迁》，《复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６期；陈波：《日本明

治时代的中国本部概念》，《学术月刊》２０１６年第７期。
［日］古城贞吉译：《中国边事论》，《时务报》１８９６年第１５期。

梁启超：《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梁启超全集》第１册，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６页。



部”改为“中国本部”，究竟是译者所为，还是《时务报》编辑抑或梁启超本人所为，①目前尚无法

确定。倘若是后者，这 极 可 能 是 梁 启 超 接 触“中 国 本 部”一 词 并 以 此 论 叙“中 华 民 族”的 一 个

端倪。

２０世纪初，“中国本部”一 词 开 始 为 中 国 知 识 界 所 用。辛 亥 革 命 前 后 在 反 清 排 满 的 氛 围

下，此词遂与汉地“十八省”发生衔接，成为指称汉地的一个地理名词。② 在２０－３０年代，一些

人将“中国本部”作为地理名词使用时，或许并未意识到该词存在的重大隐患与漏洞。③ 深谙

中国国情和中文之奥妙，且虎视眈眈觊觎中国领土的日本帝国主义，却发现“中国本部”概念乃

是蚕食和肢解中国 的 绝 佳 托 词，遂 蓄 意 利 用“中 国 本 部”概 念 来 分 裂 和 攫 取 中 国 满 蒙 地 区。

１９２７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昭和天皇奏章中明确称：“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
亦非支那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尽力研究支那历史，无不足以证满蒙非支那之领土，此事既由

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④２０世纪以来，日本在中国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进行大量所谓“调

查”活动，其图谋正是要利用“中国本部”概念来蚕食和肢解中国。⑤ 正如顾颉刚所指出：“自从

明治天皇定下策略，打算征服中国，必先攫夺满蒙，便硬造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析出边疆于

‘本部’之外，拿来欺骗中国人，骗世界人，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

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了中国的根本。”⑥

１９３１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据中国东北，１９３２年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这一阴谋更加

暴露无遗。１９３４年，深具历史地理眼光和素养的顾颉刚与谭其骧在创办的中国首份历史地理

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尖锐指出：“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

学即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

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

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⑦此大声疾

呼，正是要唤醒国人对日本利用“中国本部”肢解中国图谋的警惕，这也是他们创办《禹贡》刊

物、推动历史地理研究的初衷。１９３７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顾颉刚更加迫切地感到“中国

本部”一词的巨大危害。为进一步警醒国人，１９３８年完成西北考察的顾颉刚在公开演讲中，对
日本利用“中国本部”的阴谋进行了如下揭露：“日本人在我国地理上，公然给我们创出‘中国本

部’的名称来。我们在古史上从未见过‘本部’这一名词，秦汉时我国的版图最大，南到安南，东
到朝鲜，至于元时之疆域，横跨欧亚两洲，虽在中央政府有十一个行中书省，但并无本部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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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维新派报纸，１８９６年８月９日由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旬刊，梁启

超为主笔，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杂志，也是当时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如陈天华的《狮子吼》第２回：“话说天下五个大洲，第一个大 洲 就 是 亚 细 亚。亚 细 亚 大 小 数 十 国，第 一 个 大 国 就 是

中华。本部一十八省，人口四万万，方里一千五百余万。连属地算之，有四千余万，居世界陆 地 十 五 分 之 一。”邹 容、陈 天 华：
《革命的火种》，《邹容、陈天华选集》，台北文景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１页。

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４日，蒋介石在致廖仲恺函中称：“俄共殊无诚意，其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 党 为 其 正

统，决不认为可与吾党合作。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则在使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 对 中 国 本 部，亦 未 始 无 染

指之意也。”参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１９７８年，第７４－７５页。
［日］田中义一：《田中密折》，虞和平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丛 刊》第２２册《政 治·日 本 侵 华》，大 象 出 版 社２０１６年

版，第１６５页。

曹雯：《日本早期的对华策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东北地区的调查状况》，《江海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４期；房建昌：《日

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与蒙古善邻协会西北研究所始末及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益世报·星期评论》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

顾颉刚、谭其骧：《发刊词》，《禹贡》半月刊１９３４年第１卷第１期。



称，这完全是日本人利用这一些名词来分化我们的毒策。”①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３９年初顾颉刚在其主编的《益世报》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一是《“中国本

部”一名亟应废弃》，发表于１月１日；二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于２月１３日。两篇文章发

表时间前后仅间隔４０余天。据《顾颉刚日记》，《“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是１９３８年１２月

２０—２３日写成，②次年１月１日刊出。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则是收到傅斯年的信，信中告知

“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Ｔｈａｉ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③ 顾颉刚深感事态严峻，
出于对中华民族高度的 责 任 与 使 命 感，在 接 到 傅 斯 年 的 信 后 赓 即 撰 写《中 华 民 族 是 一 个》。④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与地理上抵御日本“中国本部”阴谋及邻国蚕食中国领土

的态势之间存在明显的内在关联性。黄克武认为“１９３０－１９４０年代本部之争是中华民族讨论

的一环”，⑤虽然“本部之争”一 词 并 不 准 确，但“中 华 民 族 是 一 个”的 观 点 与 避 免 日 本“中 国 本

部”陷阱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却是不争的事实。
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谈道：“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

硬造一个伪满洲国。……德王在内蒙起先提倡高度自治，继而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出卖民族与

国土，然而他的口号也说是民族自决。”⑥这表明，揭露日本分裂中国满蒙之阴谋，是“中华民族

是一个”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义与价值，不仅是要在民族

危难之际凝聚全国人民为一体，另一潜在含义，则是要用“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来抵御和化解

“中国本部”陷阱及邻国蚕食中国领土之态势，通过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以此捍卫和维护中

国的领土完整。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兼具凝聚中国各民族及从地理上维护中国领

土完整的双重内涵。这是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尤不能忘记前辈学者在民族危难之际对完善“中
华民族”概念及从地理上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做出的重要贡献。

二、长城内外：赋予“中华民族”完整的地理空间

２０世纪上半叶，另一个影响“中华民族”认知的因素，是传统的“华夷之辨”和地理上用长

城将中国分割为“内”“外”的思维模式。１９０５年孙中山提出十六字政治纲领中，前两句“驱逐

鞑虏，恢复中华”，将“鞑虏”与“中华”置于对立和排斥状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认

识到该口号的重大缺陷———若“驱逐鞑虏”，中国的半壁河山就没有了。于是迅速调整，重新确

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建国方略，即“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
回、藏诸族为一人”。⑦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直接来源于朱元璋北伐时发布的《谕中原檄》，
原文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仅作一字之改。⑧ 该口号实际上是渊源于历史上“华夷之辨”观

念，说明当时“华夷之辨”仍是影响“中华民族”认知的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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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顾颉刚：《考察西北后的感想》，此文系１９３８年在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的演讲稿。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

文存》卷４，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８５页。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４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７１—１７５页。

傅斯年：《傅斯年致顾颉刚》（１９３９年２月１日），《傅斯年遗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７２１—７２２页。

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南京）》１９４７年第２期。

黄克武：《词汇、战争与东亚的国族边界：“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变迁》，《复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９期，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３日。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临时政府公报》第１号，１９１２年。
《明太祖实录》卷２６，吴元年十月丙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年，第４０２页。



２０世纪初，在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中，根植于传统“夷夏之辨”的民族观、地理

观很大程度仍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对于“中国”的认知。诚如谭其骧

所指出：“‘中国’这两个字，按照现在的用法，形成是很晚的。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还没有完全

形成，基本上到晚清时候才形成。”①２０世纪初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中国”概念，很大程度仍未

完全摆脱“夷夏之辨”观念的痕迹。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中国”一词与现代中国在内涵上并不

在一个层次，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一词西周时最早是指“王畿”，《史记集解》引东汉人刘

熙《释名》对“中国”的解释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即言此义，②后扩大为泛指周王所分

封的诸侯国范围。秦统一后，原战国七雄及其疆域开始被称作“中国”。《史记·秦本纪》记，秦
的先世云：“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③从大量史籍记载看，古人所言的“中国”主要是与“蛮

夷”相对照、相区分的一个概念。因此，史籍中对“中国”一词的记载，主要是与“夷狄”相并举、
相对照。如“北狄自古为中国患”，④“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⑤“中国之有夷

狄，如昼之有夜，阳之有阴”。⑥ 翁独健对古代“中国”一词有一个洞见：“古代‘中国’之称只是

地域的、文化的概念。”⑦就是说，古代“中国”一词有两个基本内涵：其一，指同“夷狄”地区相区

分的农耕区域，故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其二，指与“夷狄”有别的农耕区域的人。故古代“中国”
既是文化概念，亦有民族之内涵。

以“夷夏之辨”为基础的传统“中国”观，反映在地理上，即是以“长城”为分界，把中国民族

分为“内”与“外”的思维模式。虽然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康熙皇帝已明确指出：“帝王治天下，自
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

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徳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⑧

清朝在长城以外承德避暑山庄修建外八庙等举措，也体现了淡化以长城作为“夷夏之防”的意

图。但以长城作为夷、夏分界的传统观念，在民间仍普遍存在并有相当的影响。进入２０世纪，
当长城渐成“王朝的背影”，古代遗留下来这一浩大而宏伟的建筑，颇激发起人们思古之幽情的

慨叹与想象。加之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牧区的非中心化，社会活力下降，人们逐渐遗忘北方游牧

民族南下和入主中原伴随中国历史之始终的事实，也忘记了长城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处于废

弃状态，并未发挥什么作用的事实，于是长城开始受到歌颂与赞扬，甚至被当作“中华民族的象

征”，从而产生割裂中国整体历史和疆域的错觉。
长城的修筑起自战国。纵观中国历史，只有两个王朝看重长城，一个是秦朝，一个是明朝。

秦统一六国后，将秦、燕、赵为防御北方游牧人群南下修建的防御屏障连接成整体，形成“万里

长城”，以图一劳永逸将北方游牧人群阻挡于长城之外，让其统一六国后的江山如“始”皇帝一

样，千秋万代延续下去。另一个倚重和营建长城的是明朝。我们今天所见的长城，绝大部分是

明代修筑的。明朝倚重长城目的很实际———防范蒙古南下。明朝中叶以后逐渐与北方蒙古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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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创刊号）。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１，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４页。
《史记》卷５《秦本纪第五》，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７４页。
《资治通鉴》卷１９３，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６０７６页。
《明太祖实录》卷２６，吴元年十月丙寅，第４０１页。
（宋）范祖禹撰、白林鹏等校注：《唐鉴》卷３《太宗下》，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８２页。

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清圣祖实录》卷１５１，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清实录》第５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７７－６７８页。



成两分天下的格局，二者主要以长城为界形成对峙。① 所以，长城既是明朝的北部边界，也是

防范和抵御蒙古南下的重要屏障。如果说，秦修长城是图万世长久，带有较大的主观成分；明

朝大力营建长城则完全趋向实际———防御蒙古南下以求安宁。所以，秦和明两个朝代看重长

城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秦是图长久，明是图安宁。

１９２５年鲁迅对长城曾有这样的评论：“徒然不过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

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 一 时 也 不 会 灭 尽，或 者 还 要 保 存 它。……这 伟 大 而 可 诅 咒 的 长 城。”②

“胡人何尝挡得住”，正是对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真实状态的描述。长城虽在农耕区

域与游牧区域之间划出一条线，却未能阻挡和区隔两大区域民族的交流联系。历史上突破长

城这一地理屏障的主要是扩张性与攻击力极强的北方游牧民族。他们既不看重长城，长城也

不对他们构成太大障碍。从此意义说，横亘于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之间的长城，绝非中国的

“边缘”，恰恰是历史中国的地理“中轴”，也是中华民族的“中轴”。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正

缘于农耕与游牧两大民族系统的融合。③

鉴于国人常以长城为界，把中国的历史、民族分割为“内”与“外”的错误想象和认知，甚至

出现“重内轻外”或“以内代外”倾向，顾颉刚曾针对性地指出：“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

是内外各族融合问题。”④这里所说的“内外”，正是指长城的“内”“外”。其时，我国现代考古学

的重要奠基人李济也尖锐指出：“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

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

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

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之

外的事了。”⑤

李济早年于哈佛大学接受人类学训练，其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从“中国人人体测量

数据、史书里有关城邑建造的资料、姓氏起源资料、人口资料，以及其他历史文献资料”探讨中

国民族的起源，张光直将其研究称作“人类学派的古史学”。⑥ 正因为具有综合的学科视野和

超越的境界，李济才能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地指出，长城遮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产生割裂中

国历史、民族与疆域的错觉。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的这些观点和认识，通过各种场合的大声疾呼，在国民中也产生了

广泛影响。著名抗日救亡电影《关山万里》的插曲“长城谣”中，出现了“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

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的歌词。随着“长城谣”的广为流传，使“长城外

面是故乡”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民众中得到普及，成为后来“长城内外是故乡”之发轫。谙

熟中国历史与国情的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２０世纪通过蒙古和新疆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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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传统上明朝通常被视为统一王朝，此看 法 并 不 准 确。事 实 上，明 中 叶 以 后，随 着 蒙 古 崛 起 和 对 明 朝 控 制 区 域 的 蚕

食，明朝在北方的控制区域已大幅退缩。“土木堡事变”后，明朝与北方蒙古逐步形成两分天下的局面。因 明 朝 与 北 方 蒙 古

主要以长城为界形成对峙，这是明朝倚重并大力修筑长城的原因。

鲁迅：《长城》，《鲁迅全集》第３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１页。

石硕：《中华民族的凝聚与演进———从“民族”角度认识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期（创刊号）。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２０期，１９３９年５月８日。

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页。

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第５页。



实地考察，深感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撰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① 本书的译者著名人

文地理学家唐晓峰对此书有如下评价：“拉铁摩尔不是‘胡人’也不是‘汉人’，没有站在某一边

（特别是南边）而排斥另一边的天然立场，而具备旁观者的角度。另外，他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

家而论，他的注意力亦不是重在‘文明’不在‘荒远’，而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②对中

国内陆边疆有深刻认识的拉铁摩尔指出：“通晓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是了解中国和它周围‘夷

狄’地区之间势力消长的状况。”③这段话中前一个“中国”即“中国历史”之“中国”，是“现代中

国”概念；后一个“中国”即与“夷狄”对举的“中国”，则是历史上的“中国”概念。这段话与谭其

骧所说“历史上民族之与汉族发生同化作用者，以来自北方者为著”④高度吻合，也与顾颉刚所

言“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长城）内外各族融合问题”异曲同工。毫无疑问，以“夷夏

之辨”为基础的传统民族观以及用长城将中国民族划分为“内”“外”的思维模式，均直接牵涉两

个问题：（１）“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如何衔接？（２）如何从地理角度认识“中华民族”形成与

发展的历史范围？毫无疑问，这两点均与地理尤其是历史地理息息相关。但是，为中华民族的

形成与发展提供完整地理依据的工作，并非完成于２０世纪上半叶，而是在新中国建立后，通过

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而最终完成的。

三、《中国历史地图集》廓清“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衔接，
为认识“中华民族”形成提供了完整的地理依据

《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建立后完成的一项重大基础性学术工程。从很大程度上说，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不但彻底廓清了“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衔接，也为“中华民族”
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完整地理依据。

１９５５年谭其骧先生受命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工作。最初的动议，是以清人杨守敬

《历代舆地图》为 范 本 进 行“重 编 改 绘”。⑤ 故 编 写 组 叫“重 编 改 绘 杨 守 敬《历 代 舆 地 图》委 员

会”，简称“杨图委员会”。⑥ 但未曾想到的是，此项工作一旦启动，却成了一场历时近３０年的

艰难的长途跋涉，⑦最终完成的并非是对《历代舆地图》的重编改绘，而是一部分为八个分册、
涵盖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及疆域的皇皇巨著———《中国历史地图集》。⑧

“杨图”的重编改绘之所以遭遇极大困难，历时如此之长，编图尚在其次，关键问题在于首

先需要确定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谭其骧及其团队在着手工作后即发现，杨守敬《历代舆地

图》与现代中国版图之间存在较大出入。谭其骧回顾道：“开始只要求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

图》予以‘重编改绘’，范围准备一仍杨图之旧，那时还没有接触到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这个问题。
……杨守敬所谓《历代舆地图》，起春秋讫明代，基本上都只画清代所谓内地１８省范围以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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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４０．
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美］拉铁摩尔夫妇著，陈芳芝、林幼琪译：《中国简明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０页。

谭其骧：《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７６页。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创刊号）。

⑧ 谭其骧：《前言》，《中国历史地图集》第１册，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艰辛和曲折，在《悠悠长水：谭其骧传》中有充分的反映。参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

传》，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编绘工作开始没多久，我们就感觉到以杨图

范围为我们的图的范围这种想法是不行的。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

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

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需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

地图来，不应只画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随后我们就作出决定：图名改为《中国

历史地图集》，范围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中国。怎样确定各个时期的全中国范围，从此便

成为我们不得不反复慎重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①

出于高度学术使命与时代责任，谭其骧及其研究团队深深意识到“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

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但“怎样确定各个时期

全中国范围”却牵涉到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如何认识“历史中国”的疆域与民族，“历史中

国”与“现代中国”是怎样衔接的，如何从民族与疆域角度来认识“现代中国”等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的难度远远超越了具体编图工作。谭其骧及其团队通过长时段艰苦卓绝、细致深入、
锲而不舍的研究，最终厘清了近代以来“中国”认知上的诸多纠葛与误区，完成了学术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不过，要准确理解《中国历史地图集》，离不开一个与之媲美

的姊妹篇，这就是谭其骧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该文既是对编绘《中国历史地图

集》的一个系统性说明，也浓缩和汇聚了谭其骧及研究团队关于“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

域”这一主题的诸多思考、独到观点与卓越见识，文章思想性极强，风格平实，说理透彻，厚积薄

发，在中国史学领域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②《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但构建了数千年“历史中国”
的疆域体系，其划时代意义还在于通过对“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系统深入研究，首次

明确了以下三点：

１．历史上的中国不等于中原王朝。原打算以对杨图“重编改绘”来完成的中国历史地图编

绘，最终实现了对杨图的否定。原因是杨图“基本上都只画清代所谓内地１８省范围以内的建

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③ 杨图所反映的正是传统的狭隘“中国”观，正

是近代以来“中国”认知出现曲折的主要症结所在。谭其骧及其研究团队深刻认识到，不能再

因循杨守敬《历代舆地图》那样仅以中原王朝版图作为历史中国的范围，不能只绘秦、汉、隋、
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疆域，“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是现代的中

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的范围”，必须打破沿袭已久且在不少人头脑中

根深蒂固的框框，“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来”。④ 所以，《中国历史地图集》最具时

代意义的建树，是跳出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国的窠臼，彻底摈弃将“中原王朝版图作为历史上中

国的范围”的观念与思维范式。

２．“中国”不只是汉族的国家，是由“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在编绘《中国

历史地图集》过程中，谭其骧及其团队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

各族所共同缔造的”，提出以１７５０—１８４０年的清朝疆域为“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认为

这种“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主要的原因是中原需要边区，边区更需要中原，需要统一

９１

２０世纪历史地理研究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贡献　

①

②

③ ④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创刊号）。

１９８１年，谭其骧赴京参加“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座谈会”，应翁独健邀请，做了“怎样划定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

围”的讲座。其时，谭先生刚刚主持完成《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工作。讲座内容涉及从“杨图”到《中国历史地图集》编 绘 的

全过程，并以切身体会和大量生动历史案例，深入浅出地阐明“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所涉及一系 列 重 要 问 题。讲

座内容后经整理，以《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为题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创刊号）。



在一个政权之下，这 对 中 原 人 民 有 利，对 边 区 人 民 更 有 利”。① 也 就 是 说，无 论 是 历 史 上 的 中

国，还是今天的中国，都是由“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清楚地阐明“中国不只是

汉族的国家”，从而将历史上中国疆域变迁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有机结合，廓清了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话语隐含的“中国是汉人的国家”等认识误区。

３．１７５０—１８４０年的清朝疆域，是“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

另一重要贡献，是从纷繁复杂的历代疆域沿革演变中，首次提出并确立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１７５０－１８４０年清朝疆域是“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是自然形成的中国疆域范围。进而指

出，历史上所有活动于这一疆域范围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范畴。
以上三点，彻底廓清了“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衔接，为从“民族”与“疆域”上认识“历

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区别与联系，特别是从整体上认识什么是“现代中国”，提供了完整学

理依据。以上三点，从地理角度纠正了诸多认知上的错觉和误区，彻底解决了“历史中国”与

“现代中国”的衔接，为从整体上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全面完整的地理依据。

２０世纪上半叶我国作为交叉学科的历史地理学尚未形成，②历史地理学作为专业学科门

类是新中国建立后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重大基础性工作的推动下，由谭其骧、史念海、
侯仁之等学者开创和建立。③ ２０世纪以来，顾颉刚、谭其骧、李济等前辈学者从历史地理的独特

视角所作的相关研究，对拓展和深化“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但避免了“中国

本部”陷阱，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长城分割“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确立了“长城内外是故乡”的

观念；新中国建立后又通过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彻底廓清“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衔接，为
全面认识“中华民族”提供了坚实学理依据和完整地理基础。这一历程充分证明，历史、民族、地
理三者密不可分，尤其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识，离不开历史地理的视野和角度；只有将历史、民
族、地理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及其地理基础。

〔责任编辑 马俊毅〕

０２

　《民族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创刊号）。

对于我国历史地理学形成的情况，谭其骧曾指出：“三十年代中期禹贡学会同仁提出要把旧时代的沿革地理改造为

现代的、科学的历史地理。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把研究广度从疆域、政区、都邑、河 渠 等 几 个 项 目 扩 展

为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各个领域；二是把研究深度从满足于考证描述地理现象的变化，推进到探索这些变化的原因和

规律，而后者的难度一般有过于前者。五十年代以前，我（们）在这方面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成就。多数文章 仅 仅 只 谈 各 个 时

代的具体不同情况，不谈何以会变；少数文章仅仅是语焉不详 地 带 到 几 句。进 入 六 十 年 代，才 有 所 突 破。”谭 其 骧：《自 序》，
《长水集》（上册），第１０页。

１９５９年７月，复旦大学建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由谭其骧任主任，１９６０年起招收了两届共５５名历史地理本科生。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精简版），文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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